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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消息來源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ources）為基本的理
論切入點，通過深描環保NGO（非政府組織）在中國所建構的兩個議
題—「金光集團雲南毀林」議題 1 和「圓明園鋪設防滲膜」議題—觀

察在NGO與媒體仍然受到嚴格管制的制度背景下，NGO如何通過媒體
策略設計，建構出一個有制度挑戰意味的議題，並且在議題過程中獲

得媒體近用權（media access）2，掌握媒體框架（media frame）3，最終改

變了議題的走向，實現了NGO對企業與政府的監督。
本文不僅呈現了NGO的媒體策略，也呈現了中國媒體報導NGO

議題的動力和邏輯，這一現象對於我們理解在一個「後總體性（post-
totalism）」社會 4 中，NGO、媒體和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化有着重要的價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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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s Media Agenda Building under State 
Control: The Case of China

ZENG Fanx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wo cases: APP’s deforestation in Yunnan and the 
Yuanmingyuan plastic membrane project to describe the process of media 
agenda building by ENGOs in 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 an NGO may 
successfully build an institution-challenging media agenda, gain media access, 
and influence the media frame if it devises a set of flexible media strategies.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media i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resource for NGOs to 
gain legitimacy and to expand their autonomy in China. Through the case 
studies,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seeming paradox of state-challenging NGO 
issues appearing in Chinese media when it is still strictly controlled by the 
state. How are these media agendas built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GO 
and media? What are some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interactions for civil 
society developing in China? In a broad sense,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not only 
NGO strategy in building media agendas, but also the logic of Chinese media 
reporting on, or as part of, those agendas. These phenomena are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NGO (civil society), 
media, and political institutions in such a post-totalist society.

Keywords: media strategies; media agenda building; NGO; social movement;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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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中國，各種NGO從1980年代開始發展，到1990年代中後期發
展速度加快，目前中國的NGO在數量、規模、類別與功能方面的發展
都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Ma, 2006）。隨着NGO的發展，它們推動了包
括消費者運動、婦女運動及環境運動等在內的一系列新社會運動，5 在
中國社會發展中扮演了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它們也推動了一系列體現
公民參與、表達民間聲音，並促成不同程度制度改革的事件，以環境
運動為例，就有反對怒江建壩事件、反對圓明園鋪設防滲膜事件，以
及反對金光集團雲南毀林事件等等。除了NGO的推動，這些事件得以
發生、擴展，又在很大程度得益於媒體的報導。往往是，NGO與媒體
互動，形成報導議題，凝聚公共輿論，從而促使政府作出政策調整。
在西方，學者們已經注意到媒體對於NGO發展的重要影響，比如

認為媒體提高了NGO的合法化程度（Van Dijk, 1988），增強了NGO資
源動員的能力（Gandy, 1982），也構成了NGO運作中的某種文化資本
（Ericson, Baranek and Chan, 1989）。Van Zoonen（1992）曾經強調：對於
社會運動來說，「政治合法性」是最為關鍵的問題，而這恰好是媒體與
社會運動的互動結果。
但是當西方學者通過研究證明，西方媒體往往傾向於維護現存的

建制和意識形態，並「邊緣化」與「瑣碎化」社會組織／社會運動的訴求
時（Gitlin, 1980），我們卻注意到，在中國這樣一個威權國家中，從一
開始媒體就有許多關於NGO運動的報導，而且媒體傾向於從NGO的立
場來報導相關議題，通過與NGO互動，凝聚公共輿論，從而促使政府
作出政策調整。那麼，到底是什麼因素促使了NGO與媒體關係在不同
的社會背景之下有不同的表現方式？為什麼在NGO與媒體仍然受到嚴
格管制的制度背景下，中國的媒體會有很多關於NGO的報導，而且其
中還有很多議題直接對於國家權力機關與制度形成了挑戰？在這些挑
戰性議題的背後，NGO和媒體究竟有着怎樣的策略互動？進一步說，
在中國的「市民社會」尚未發育成熟的條件下，一種表達不滿的民意如
何得以透過NGO議題而進入媒體平台之中？這些宏觀層面的理論問
題，都是目前西方理論所無法充分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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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微觀的層面來說，我們也很少看到相關的研究，具體地呈現
NGO如何在一個議題過程中設定媒體策略，進行議題建構，獲得媒體
近用權與影響媒體的報導框架，從而使得議題的走向對於自身更加有
利。而且，我們也不清楚不同類型的NGO有什麼樣的媒體動員模式，
什麼因素影響了它們的媒體策略選擇。
所以，本文以綠色和平組織所建構的「金光集團雲南毀林」議題，

以及自然之友等組織建構的「圓明園鋪設防滲膜」議題為研究個案，嘗
試對以上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問題作出回應。當然，因為這個案例
是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下展開，所以也能幫助我們了解NGO組織如何根
據社會結構與媒體格局進行媒體策略設計，從而在一個缺乏利益表達
機制的「後總體性（post-totalism）社會」中不斷拓展自己的空間，同時促
進自身的合法性。

社會運動、媒體報導與民意表達

在媒體與社會運動這個領域的研究中，Gitlin（1980）強調霸權
（hegemony）的理論模型影響甚廣，被認為是經典的批判思路，他傾向
於否定社會運動組織對於媒體的策略性使用的可能空間。他提出，由
於媒體與社會結構以及相關的制度相互動，新聞的話語方式受到社會
的經濟因素、組織因素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媒體往往是服從於利益導
向的意識形態，而無法對社會運動有恰如其分的報導。
受到霸權理論取向影響的研究大都從媒體出發來看媒體與社會運

動的關係，這些研究更着重關注大眾媒體對社會運動的報導，於是有
消息來源、媒體報導與事實再現的研究觀點（Tuchman, 1978）。後來也
有一部分研究者不再僅僅關心媒體在運動之中的角色，而是出於對社
會運動的同情與支持，開始傾向於探討社會運動組織（NGO）如何通過
有效的媒體策略，將自己的觀念傳播到大眾媒體之中，從而爭取更多
的合法性，進行更大範圍的社會動員。總體上說，這些研究也還是接
受了霸權理論的觀點，但同時承認，如果NGO組織更加善於利用，還
是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獲得媒體近用權、並且把媒體作為運動的一
種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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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Ryan（1991）就曾提出，「從建構論的觀點來看，媒介充其量
是次級的界定者，初級的界定者應該是社會組織這樣的消息源」，所
以，「通過對於媒體生產流程的靈活和策略性運用，運動的組織能夠把
自己包裝成為具體新聞或者出現在有文化價值的報導之中。」Van 
Zoonen（1992）更直接強調，媒體對於一個自由或者激進的社會運動的
報導是否真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組織如何運用不同的策略、
組織實踐方式與媒體發生複雜的互動， 經過媒體的選擇、 結構
（structure）、框架（frame）過程，而導致不同的合法性。

在華人傳播學界中，這一領域的研究並不發達，主要有一些台灣
學者投身其中，而他們不少的研究都傾向於媒體中心的觀點，探討媒
體在報導社會組織時的消息源引用和媒體框架等問題，研究結果也多
半深受霸權論影響。後來一些台灣學者也開始關心社會組織近用媒體
的策略，如學者孫秀蕙（1994）就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探討消息來源的
媒介策略，她研究環保組織在反核四運動中所運用的公關策略，分析
環保團體所使用的新聞稿、聲明、讀者投書、外稿評論及相關簡報
等，試圖再現反核團體所施行的語言策略及行動策略。6

具體到中國大陸的語境下，儘管近年來社會組織與媒體發生互
動，從而形成重大議題的現象時有發生，但對於這一現象的研究目前
還是比較缺乏。
本文所使用的研究策略與以上提到的研究有所不同，嘗試以消息

源的新聞社會學路徑為切入點，貫穿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一方面，
本研究將在微觀層面上展現NGO與媒體互動過程中所使用的各種策
略；另一方面，本文也將討論媒體策略與權力架構之間的關係，以及
在一個轉型期的威權國家中，媒體、社會組織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
狀態等宏觀層面的內容。
通過中國大陸的個案，我們可能對以下幾個領域的研究有所回應

甚至補充。首先，本研究詳細地展現了NGO的媒體策略應用過程及相
關的媒體表現，其結果說明西方學者對於傳媒—社會組織關係的研究
範式，尤其是主流的「霸權」範式，並不符合中國實際，因為中國的媒
體並未如西方學者認定的那樣，傾向於邊緣化社會運動並維護現有的
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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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研究尤其強調對於議題背後的中國權力結構的分析，從
而說明在一個轉型的權威國家之中，權力結構及媒體管制都不是完全
的鐵板一塊，而是為NGO的議題建構留存了一些可能把握的空間。這
一發現說明了中國媒介的狀況既不完全是多元主義者認定的那樣分散
自由，也不像霸權主義者理解的那樣失去了對於社會運動團體的關
注，而是在不同的議題中，有不同表現。
第三，媒體與NGO的互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民意表達的空間，

拓展了NGO組織的活動空間並推動市民社會生長，那麼NGO與國家的
關係將因此發生怎樣的改變，這也是本研究希望回應的研究領域。

議題選擇與研究方法說明

環保NGO與媒體共同發起的議題非常多，本研究選擇了「APP雲
南毀林」議題（簡稱APP議題）和「圓明園鋪設防滲膜」議題（簡稱圓明園
議題）作為分析對象，這出於以下的三個原因：
首先，這兩個議題是比較明顯具有社會運動色彩的議題。兩個議

題都由NGO發起，之後形成大規模媒體報導的景觀，NGO通過媒體進
行了社會動員，引起更多民眾的關注和參與，最終在民意關注的壓力
下，企業的運作方式和政府決策作出調整。所以，兩個議題都帶有社
會運動議題的性質。
其次，在兩個議題的背後，存在着完全不同性質的NGO。建 

構APP雲南毀林議題的是國際NGO「綠色和平」，它是議題背後唯一的
組織，而且始終主導着整個議題的走向；而在圓明園議題的背後，不
但有「自然之友」這樣的草根NGO，也存在着帶有政府背景的NGO

（Gongo）「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它們有着不同於綠色和平的媒
體動員模式。所以，這兩個議題呈現了國際NGO、草根NGO和政府背
景NGO等三種不同性質NGO的媒體動員模式，充分表現了NGO進行
媒體動員的複雜狀況。
再其次，兩個議題背後的權力結構也有所不同。相對來說，APP

議題更多把矛頭指向破壞環境的利益集團及其背後的地方政府，而圓
明園議題則更側重於對某個政府機構進行監督以及進行政策倡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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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兩個議題涉及到不同層級的政府部門和制度安排，因此可能比較
全面地體現在國家控制下的NGO策略應用。

本文主要使用了消息來源的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ources）的研
究路徑，研究所採用的方法，可以稱為個案研究，但其中更多地吸收
了社會學研究中的事件／過程分析方法 7 的特點，就是希望在動態的過
程中，對事件進行敍事性再現和動態關聯分析，對其中的邏輯和複雜
內涵進行動態的解釋。按照學者孫立平的看法，事件／過程的分析思
路，對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採取了這樣的一種理論假定：國家與社會的
關係是動態的、流動的。8 因此，對於理解國家、媒體與NGO的關係
變動，這一研究策略是有所幫助的。
本文的材料，主要來自於對議題背後的NGO人員的訪談，收集了

相關的新聞通稿等內部材料，以了解他們作為消息來源的能動性， 

包括他們如何對議題進行包裝，如何設定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框架，
以及他們在議題過程中的種種衡量和策略。除此之外，本文收集了 

媒體對於兩個議題的報導，訪談了相關的媒體人員，還設法收集相 

關政府部門的訪談資料，以呈現議題過程中NGO、媒體及國家機關 

的互動方式。本文嘗試通過更多角度的資料還原一個複雜的互動過 

程。
在文章的安排上，本文首先分析由綠色和平建構的「APP雲南毀林」

議題，呈現它如何設定媒體策略以獲得議題的合法性；然後分析自然
之友等組織建構「圓明園鋪設防滲膜」議題的過程；通過對議題的分
析，本文在結語部分討論了在國家嚴格控制的制度背景下NGO進行議
題建構的空間，以及不同性質NGO的媒體動員模式、媒體在報導NGO

議題中的新聞實踐突破和其中的民意表達過程。

綠色和平建構「APP雲南毀林」議題

議題的角色（players）力量分析

作為一個國際NGO，綠色和平的媒體動員模式非常專業化，通常
情況下，它會提前半年到一年進行項目設計，而此時媒體策略已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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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恰當的媒體策略運用，使得它在公民利益維
護及政策倡議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所以儘管綠色和平在中國
至今仍然是一個沒有註冊的NGO組織，意味着它還沒有在法律層面上
獲得合法性。但它卻通過成功的媒體策略運作，不僅獲得媒體報導，
而且影響了整個議題的走向，最終改變了「公眾與利益集團、政府部門
的博弈關係」，9 以及自身的「合法性」的狀況。

2004年6月，綠色和平獲知金光集團APP自2002年８月起與雲南
省政府簽訂了林漿紙一體化項目合作備忘錄，在文山、臨滄、思茅三
地圈地2750萬畝用於種植桉樹純人工林，並且已經對原有樹木進行砍
伐的消息。於是綠色和平迅速組織工作人員到雲南進行了為期半年的
實地調查。2004年11月16日，綠色和平在北京召開新聞發佈會，向公
眾和媒體發佈了《金光集團APP雲南圈地毀林調查報告》以及新聞稿《綠
色和平正式向中國政府檢舉金光集團APP在雲南圈地毀林》，標誌着
「金光集團雲南毀林」議題的開始。

接下來，我先呈現這一議題背後的力量關係，因為這是綠色和平
進行策略設計的基礎。

1．地方政府：APP在雲南投資，每一年給地方上繳大量的稅收，
也帶動地方經濟發展，提供就業機會，由此地方政府對於APP的支持
也最為明顯。因此地方政府被改變立場的可能性非常小。

2．國家林業局：林業局是國家的主管部門，從政策角度講，完全
應該是管制APP的力量，但在實際運作之中，卻可能因為各種原因未
能對APP做出制裁。但它也可能因為政策的動員及民意的壓力而表現
出自己作為國家機構的「正義」立場，從而對APP和地方政府形成壓
力，甚至直接動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對企業實施制裁。

3．大學生與社會團體：因為立場接近，最容易被動員。
4．消費者：在沒有知情權的時候，消費者處於相對中立的位置，

但他們可能為了公共利益及各種正義的理由，而改變自己的消費行
為。所以也是一個容易被動員並且支持運動的力量。

5．媒體則是綠色和平最為重要、最為直接，甚至也可以說是唯一
的發動力量。從圖1中可以看到，媒體是整個議題形成的基本動能
（basic dynamics），沒有媒體動員，則整個議題不能形成。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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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這樣的角色力量分析，往往是NGO有效進行媒體策略設計的
前提，而策略設計的原則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集中打擊
最薄弱的環節。」12 在APP事件之中，綠色和平就是希望通過發起媒體
議題，對消費者、大學生、社會團體及林業局進行動員，從而形成對
APP和地方政府的壓力（尤其是對APP）。一旦消費者、大學生、社會
團體和林業局在媒體的作用逐漸成為了議題的支持者（無論主動或者被
動），那麼議題的力量關係就要重新設定，並將極大改變事件的發展。

綠色和平的媒體動員

在分析議題所涉及的權力結構之後，就可以分析綠色和平的具體
媒體策略設計了。對於綠色和平來說，這個步驟通常會包括以下若干
個部分的內容：13

1：設定目標受眾群（target audience）。
2：設定目標媒體（target media）。

圖1：「金光集團雲南毀林」議題背後的角色力量分析 11

地方政府

林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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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設定議題的解讀框架（frame）。
4：考慮不同媒體的故事版本。
5：設定故事的鏈條（story line），考慮分為幾個階段（stages）來講

述整個故事，什麼是故事的主體、鋪墊與高潮；如何保持媒體對於事
件的關注。
下面，我將具體結合「金光集團毀林」議題，分析綠色和平設定媒

體策略的過程。

媒體策略設計（一）：設定目標受眾與目標媒體

在這個故事之中，綠色和平考慮的目標受眾群應該包括了四個部
分：（1）對決策產生直接影響的各級官員，尤其是林業局官員和地方政
府官員，還有相關的企業家。（2）社會團體與大學生。他們很可能加入
到議題之中，從而形成輿論壓力。（3）消費者。尤其是消費大量紙產品
的公司白領，動員這些消費者參與到議題之中，可以直接對企業形成
市場壓力，更重要的是賦予議題以 「民意表達」的性質。（4）地方居民。
他們居住地的森地遭到砍伐，但他們保護權益的意見需要組織起來，
通過行動來指責APP，以表達他們的不滿，從而使議題具有弱勢群體
捍衛家園的「悲情」意味。從這四個群體的分析我們能夠發現，目標受
眾其實就是可能通過媒體動員而進入到議題之中，並且改變議題力量
關係的群體。
為了把信息傳達給這些目標受眾，就要選擇合適的媒體。比如

說，希望把信息傳達給官員、企業家、社會團體和大學生，那麼《南方
週末》、《中國青年報》這些帶有專業主義色彩並往往能影響民意的報紙
會是合適的選擇；另外，經濟類報紙與傳統黨報會是重要補充。都市
報則能有效到達消費者群體。而影響當地民眾則較為困難，因為地方
媒體往往受到地方政府的嚴格限制，只有寄希望於全國性的報紙與電
視台。
在一場運動之中，不同類型的媒體往往扮演不同的角色。《南方週

末》、《中國青年報》等具有專業主義特點的報刊對於議題的深入十分重
要，它們是重要的議程設定者，可能影響民眾及其他媒體對於議題重
要性的判斷，並影響民意對於議題的解讀。另外，傳統黨報仍然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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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政府監督與政策倡議的作用，它們對於官員的影響巨大。有時
候黨報的記者也可能會撰寫內參，以引起有關領導的重視。都市報一
類的媒體，則是社會動員的有效載體，能在消費者中製造共識，調動
他們的消費民主觀念，鼓動他們參與到議題之中，甚至可能把一個環
境議題導向為一場消費者運動，並有力促進了環境議題的發展。與傳
統黨報相比，專業主義報刊和都市報，更是綠色和平建構議題的重要
資源。
在不同媒體的配合之間，綠色和平採用了「點面結合」的方法。在

本議題之中，「點」是《南方週末》，它為全國媒體設置了報導議題，《南
方週末》報導之後，消息很快得到《北京青年報》、《中國日報》、《中國
青年報》、東方衛視等十一家媒體的專題報導。很快形成了由「點」到
「面」的過程。而一旦更多的全國性媒體跟進報導，則意味着議題已經
成為輿論的焦點，議題愈來愈以「民意」的方式呈現，而且已經被「政治
正確化」了。

媒體策略設計（二）：設定議題的媒體框架（Frame）

影響和設定媒體對於議題的解讀框架，是NGO 媒體策略之中非常
關鍵的部分。如同Gamson & Wolfsfeld（1993）強調的，「一場社會運動

圖2：議題中的目標媒體、目標受眾與傳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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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就是框架權的爭奪」。本文章參考 Jung（1999）研究美國媒體對有
毒廢棄物運動所作的框架命名，把媒體報導「環境破壞」的框架分為
十二類，並以此來分析綠色和平在新聞發佈會上的新聞通稿，辨認綠
色和平如何提供自己的詮釋框架，以定義議題、合法化自己的訴求，
並贏得更多潛在的支持者的認同。

1．「信任政府」框架：這一框架通常認為：政府能妥善處理環境問
題；政府針對有關問題已制定相關法令並採取必要的措施；政府表現
良好……

2．「不信任政府」框架：強調政府部門對環境問題未能採取有效的
措施，未盡到告知的責任，並質疑政府與污染企業的關係。

3．「負責任的企業」框架：正面報導企業解決環境問題的表現。
4．「不負責任企業」框架：強調企業未遵守相關的環境法規，企業

未告知民眾相關風險。
5．「理性組織行動」框架：正面描述社區居民透過抗爭或法律行動

對抗政府或者企業的侵害。
6．「衝突」框架：強調觀念或者行動的對立或者衝突。比如擁護與

反對雙方之間的對立。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並重。
7．「健康風險」框架：描述污染所可能導致的健康問題。
8．「環境災難」框架：強調污染或者開發行為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

統造成傷害。
9．「處理成本」框架：敍述污染處理的費用問題。
10．「環境正義」框架。以環境正義為主要訴求，包括：停止對他

者與自然的剝削；居民不應受到環境開發帶來的傷害。
11．「漠視環境權」框架：認為民眾不必恐慌，而必須遵從政府的

決策。
12．其他。

根據這些框架分類，我對綠色和平在北京第一次新聞發佈會
（2004.11.16）上的新聞通稿《綠色和平正式向中國政府檢舉金光集團
APP在雲南圈地毀林》（以下簡稱通稿）進行分析，可以發現綠色和平所
希望設定的報導框架和話語策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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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法化策略

新聞通稿大量使用「信任政府」的框架，強調了中央政府妥善解決
問題的能力，以訴諸國家權威的方式表達訴求，並且指出綠色和平「已
經向國家林業局遞交調查研究報告，舉報金光集團APP在中國雲南的
嚴重違法行為」。這樣就把自己放在了維護國家權威和部門政策的位置
上，為自己的訴求表達爭取到「意識形態的合法性」， 也賦予自己在實
踐目標和手段上的合法性。
另外，通稿非常注意使用「環境正義」的框架，突出了APP對於生

態的災難性破壞及對弱勢群體的掠奪，這其實是一個維護弱勢群體的
「悲情」論述（discourse），為議題爭取到了「道義正當性」，也調動民眾
在態度上與行動上對於運動的支持。
通稿重複在小標題中使用了「中國」這個字眼，並強調APP在國際

與在國內狀況的不同，其實也充分調動我們的民族情緒，14 這是另外
一個合法化的策略。

二、暗示「責任歸屬」的策略

通稿除了把APP作為重點「打擊對象」，同時還隱含地指出了地方
政府在議題中的利益關聯，並質疑政府與污染企業的關係。其實隱藏
了一個「不信任地方政府」框架。
我們發現，在這篇通稿裏，綠色和平一方面使用了「信任中央政

府」框架，訴諸中央政府和國家法律的權威；另一方面又對地方政府使
用了「不信任」框架。其實也是在調動政府層級之間的關係，尋找運作
的空間。

三、動員政府部門的策略

在通稿中，綠色和平提出了對於中國政府的呼籲以及對於APP的
要求，其實仍然是「可信任政府」與「環境正義」的框架，強調政府部門
已經制定相關政策，政府部門能妥善處理問題，保障民眾利益。從表
面上看，這只是一個正面的陳述，表達對於政府的信任；但與此同
時，也是暗示有關的中央部門的責任，催促它作出回應。這就把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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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門放置於一種「被公眾期待」的輿論壓力之下了，國家林業局也從而
被帶入到了議題之中，並不得不一步步作出回應。
總體上說，綠色和平設定故事解讀的框架，目的就在於把議題確

定為一個具有「意識形態合法性」與「道義正當性」的議題，使得議題具
有「政治正確」的色彩。在議題之中，APP是一個「破壞國家權威」與「傷
害公共利益」的企業；地方政府被暗示為「責任歸屬」的對象；綠色和平
則是公共利益的維護者，它動員有關部門作出回應，以維護國家權威
和公眾利益。在這樣一個「政治正確」的議題之中，國家林業局的角色
也已經被設定，只要它一旦出來回應，就可能對綠色和平有利，並對
APP甚至背後的地方政府形成打擊。所以強化國家權威在這裏成為了
「解決問題的可能」。

媒體策略設計（三）：不同媒體的故事版本

上面我們已經分析了綠色和平如何定義與講述「APP故事」的過程，
但與不同媒體進行互動的時候，綠色和平往往會根據媒體的新聞取向、
受眾群、行政管制的寬鬆度，15 以及自己希望達到的傳播目的，而選擇
不同的故事版本（議題論述）。通常來說，NGO組織對議題的「講述方
式」與媒體處理態度愈接近，愈容易獲得媒體近用權（media access）。

比如說《南方週末》，作為一個有「揭黑傳統」的報紙，於是綠色和
平在與《南方週末》互動的時候，就會更加突出「不負責任企業」和「不
信任地方政府」的框架，揭示了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利益關聯，把企業和
地方政府作為「責任歸屬」 的對象。 這樣的框架，符合了《南方週末》
的新聞取向，而綠色和平也希望通過《南方週末》表達這樣的框架方
式，以形成社會懸念與輿論壓力。 

面對經濟類報紙的時候，綠色和平會更突出「不負責任企業」的框
架，強調APP社會責任感的缺失，指出它行為的不合法、企業運作上
的經濟問題，以及它在國際市場的聲名掃地。
面對傳統黨報，綠色和平則會選擇一個更為「政治正確」的版本，

比如強調國家權威和法律受到APP的損害，強調APP在別的國家的遭
遇，突出民族主義情緒等等。
對於都市報來說，綠色和平希望能通過它們影響到普通消費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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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動員消費者對於議題的參與，從而對APP形成市場壓力，以及造成
「民意踴躍」的景觀。所以綠色和平會更傾向於使用「環境災難」與「環境
正義」的框架，強調APP對於公共利益的傷害、對於雲南生態系統的破
壞，以及對當地居民的剝奪。另外，民族情緒的調動也是有效的框架。
都市報的新聞採寫方式，多偏於煽情路線，「環境正義」與「民族主義」
這類版本正符合它們的取向。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故事版本也「政治安
全」。從一般意義上說，都市報較容易傾向於追逐市場利益，而在政治
上採取更保守安全的姿態，所以它們比較容易接受這樣的故事版本。

表1：不同媒體的故事版本（論述）

媒體類型 故事版本（論述）

《南方週末》、《中國青年報》
等專業主義報刊

使用「不負責任企業」和「不信任地方政府」的框架，揭示了
地方政府與企業的利益關聯。

經濟類報紙 使用「不負責任企業」的框架，強調APP社會責任感的缺
失，以及它企業運作上的問題。

傳統黨報 強調國家權威，調動民族情緒。

都市報 使用「環境災難」與「環境正義」的框架，動員消費者做出「正
義」的行為。

我在前面已經說明，在綠色和平的策略之中，不同的媒體往往承
擔不同的傳播目的，而且，它們所扮演的角色也各自不同。到了這裏
我們可以看到，為了更好地實現傳播目的，綠色和平還要根據不同媒
體的特點，而有所側重的講述某個「故事版本」。
綠色和平非常清楚，在中國媒體已經走向市場化並且競爭愈來愈

激烈的今天，一個具有爭議性和衝突性的議題（controversial event）往
往會得到媒體的追逐，所以它也非常注意在議題的建構中，不斷突出
故事本身的懸念，比如APP是否存在毀林行為？地方政府是否與APP

存在勾結？有關部門將如何面對一個違反法律的企業？國家如何在經
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獲得平衡等等。這些衝突與懸念就構成了故事
的鏈條，也成為了吸引媒體對議題進行持續報導的動力，保持了議題
的關注度。
在議題過程中，綠色和平為媒體提供了足夠的信息補貼，16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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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供調查報告、DVD、現場圖片、證據清單、法律文件、新聞通
稿、採訪人名單和新聞線索等等。在每一發佈會上，綠色和平都會向
記者提供一個「媒體包」，提供以上的各種資料，記者也可以到綠色和
平的網站上下載這些資料，因而大大降低了新聞成本。這種信息補貼
使得綠色和平影響媒體的報導成為可能。當然，綠色和平也是議題重
要的信息源，由於APP、地方政府與林業局都不願主動面對媒體，綠
色和平幾乎成為媒體唯一消息源，很輕鬆就獲得了媒體近用權及議題
的詮釋權，它的框架也最可能為媒體採納。為了保證能更準確地向媒
體講述自己的詮釋框架，綠色和平還安排特定的新聞發言人，所有關
於APP的信息都由他們直接發佈，最終議題的框架也就比較集中，不
至於形成框架之間相互衝突的地方。
綠色和平還提供了APP、雲南省政府、林業局、當地居民等關鍵

人物的聯繫方式，當記者們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不斷對有關部門提
出採訪和追問時，也是在向APP、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施壓，讓他們
處於公眾輿論的壓力之下。這一切做法，使得綠色和平在議題的「框架
爭奪」上佔盡優勢，而面對精心部署的綠色和平以及鋪天蓋地而來的全
國媒體，APP和雲南省政府只能是疲於應對，在初期他們也動用行政
和市場公關等手段影響媒體對於議題的關注，但由於各地媒體都有關
注，這樣的干預未有收效，到了2005年1月中旬，APP邀請北京及華
東的記者到雲南，見證其荒山造林的工作，也未能有效地進行議題的
框架爭奪（frame contest）。

2005年8月，APP致信國家林業局，承諾遵守中國法律，合法經營
並執行各種林業管理制度及營林作業方法，雖然此後關於APP「陽奉陰
違」的新聞時有傳出，但至此，議題的發展暫告結束。

自然之友等建構「圓明園鋪設防滲膜」議題

2005年3月22日，蘭州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客座教授張正春在遊
覽圓明園時發現工人正在湖底鋪設防滲膜，他覺得這種做法將破壞圓
明園的整體生態系統，為此他開始奔走，在NGO朋友幫助下，《人民
日報》2005年3月28日開始報導這一事件，之後更多的NGO和媒體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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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議題之中，圓明園工程被公之於眾，導致了轟動全國的「圓明園事
件」。因為圓明園整改工程已經納入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會的總體規
劃，17 屬於國家工程，在這個意義上，媒體和NGO的聯盟，推動了議
題的發展，形成了民意的參與，並最終停止了這個「國家工程」，標誌
着NGO和媒體的互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在整個議題過程中，NGO是很早出現的角色。參與此次事件的

NGO包括了北京地球縱觀環境科普研究中心（簡稱地球縱觀）、自然之
友、北京地球村、綠家園志願者等草根NGO；另外，也包括了環保總
局下屬的政府背景NGO—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下文將展開分
析兩類NGO在媒體動員方面的做法。

草根NGO的媒體動員

與APP議題不同，草根NGO在圓明園議題中的出現，並不是一個
經過嚴密策略安排的結果，而是帶有偶然、鬆散的特點。最早參與議
題的是地球縱觀組織的李皓，她通過個人關係網絡使得議題得到關
注，然後，自然之友、綠家園和地球村等草根NGO也通過各種方式參
與到議題之中。

（一）動員個人化的媒體網絡

蘭州學者張正春在2005年3月22日發現圓明園正在鋪設防滲膜之
後，首先就找到地球縱觀負責人李皓博士，李皓隨後向長期保持聯繫
的兩位記者反映了情況，其中一個是北京某都市報紙的記者，另一個
就是《人民日報》的環境記者趙永新。18 之後，李皓又給另外十多位記
者寫了信：「圓明園在自掘墳墓，救救圓明園！」19

3月28日，《人民日報》在五版「視點新聞」版在頭條位置刊發了記
者趙永新的稿件〈圓明園湖底正在鋪設防滲膜：保護還是破壞？〉（以下
簡稱〈保護還是破壞〉）；當天人民網也刊用了該報導的全文和多張圖
片，並同時發表了張正春先生撰寫的文章〈救救圓明園！〉。
媒體對此事件的關注超乎想像：當天就有多家網站紛紛轉載， 

其中既有NGO的網站，也有不少新聞網站。另外，平面媒體迅速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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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京華時報》和中新社也於當天刊登了〈保護還是破壞〉的摘要。 
3月29日，不但《人民日報》繼續追蹤報導，北京的其他媒體幾乎也都
對此事進行了報導。至此，網絡媒體與平面媒體形成了互動，把議題
逐漸放大。民眾在網絡上的留言也很踴躍。媒體連續不斷的報導引起
了有關部門的介入。31日，國家環保總局發出「停工令」，認為防滲工
程違反了環境影響評價法，應停止施工，補辦環評手續。4月1日，防
滲工程停止施工。
可以說，正是李皓動員了個人媒體網絡，讓議題得以進入媒體的

視野。在此之後，更多的草根環保NGO加入到這個議題之中，並採取
一系列的方式進行媒體動員。

（二）召開研討會，開拓「文化資本」

2005年4月1日，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就與「博客中國」網站合作，召
開「圓明園生態與遺址保護研討會」，邀請媒體、專家、相關政府官
員、市民代表參加研討會。開會之前，自然之友緊急呼籲自然之友會
員及廣大公眾關注並回應「圓明園湖底大面積鋪設防滲膜」事件。在呼
籲書中，自然之友強調：圓明園不僅僅是圓明園管理局的圓明園，不
僅僅是北京市海淀區的圓明園，甚至不僅僅是北京市民的圓明園……
大規模鋪設湖底防滲膜的工程在開展之前應該進行充分和公開的論
證，以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合理性。
研討會的召開為媒體報導提供了「新聞點」，使得議題得到媒體的

持續關注。從NGO的媒體策略來說，它通過呼籲書的形式表達了一套
合法化的反防滲膜話語，另外，參與研討會的專家、官員和民眾代表
也成為了媒體的消息源， 成為了聲援NGO的智慧場域（孫秀蕙，
1994），增強了NGO表達訴求的專業性和權威感，開拓了NGO的文化
資本。

（三）提交公開信，表達與體制的合作立場

會後，自然之友聯合綠家園、地球村等多家組織向北京市環保
局、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政府、國家環保總局、北京市園林局、北京市
文物局、北京市水利局、圓明園管理處提交了公開信〈支持政府針對圓



國家控制下的NGO議題建構：以中國議題為例

37

明園鋪設防滲膜事件舉行聽證會的聲明〉，希望通過此事推動公眾參與
環境治理，促進環境事件的科學決策。這種提交公開信的方式，既顯
示了NGO對於有關部門的壓力，也體現NGO用體制許可的溫和方式表
達訴求的意願。公開信被博客中國網站、NGO網站及一些平面媒體轉
載。

（四）發表聯合聲明，自覺形成聯盟，拓展議題的政治機會

2005年4月12日，自然之友等八家環保團體聯合發出呼籲，建議
推動圓明園善後。4月13日國家環保總局主辦的聽證會上，自然之友
總幹事薛野在聽證會宣讀了七家環保組織聯名提出的五點推動圓明園
善後的建議，明確表達了民間環保組織在此事件中的態度。可以看
到，為了推進環保法的實施，以自然之友為首的很多環保NGO組織在
聽證會召開之前自覺形成了聯盟。20 在這個階段中，能夠看到NGO和
環保總局之間的互相配合，從而拓展了議題的政治機會。

（五）接受媒體採訪，成為消息源

這一個階段中，NGO的積極參與、表態，不斷為媒體的跟進報導
提供素材，形成了一種公眾參與和民意表達的「景觀」。幾個NGO的負
責人，比如北京地球縱觀環境科普研究中心主任李皓、自然之友的薛
野等更成為了媒體報導的主要消息源與「意見領袖」，他們對媒體議題
的走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力。他們不僅從生態保護的專業層面作出評
述，也有意識地嘗試從公眾知情權、環評影響評價法等角度來論述圓
明園管理處實施防滲工程的錯誤，使得議題的討論逐漸指向了制度的
因素。
從草根NGO參與議題與媒體動員的過程看，它們並未在這個議題

中發現新的媒體策略和方法，研討會、公開信、聯合聲明等，都是草
根NGO經常使用的方式，但逐漸成熟的它們在媒體上發出了「專業」的
聲音，引導議題的走向；也通過組織的媒體網絡，使得議題不斷得到
媒體的關注。其中，文化資本的拓展及消息源角色的扮演，起到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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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背景NGO的媒體動員

值得注意的是，在圓明園議題的背後，除了草根環保NGO，還有
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這樣的政府背景NGO。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
協會是《中國環境報》社在1986年成立的協會，2003年潘岳當了環保總
局的副局長，這位最早在《中國環境報》當記者的高官明白宣傳的重
要，把這個協會從《中國環境報》獨立出來，成為了環保總局下屬的一
個官辦NGO。
目前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共有上百個媒體單位會員，以及上

千名記者會員。協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負責每年的環境好新聞評獎，
組織媒體對環境領域的熱點問題進行報導。在圓明園這個案例之中，
我們能非常明顯看到協會的作用。這個協會一位負責人曾接受訪問，
講述了在議題背後，環保總局是如何通過協會對媒體報導進行引導，
從而實現自己的政策意圖的：

環保總局希望通過圓明園事件，讓大家了解環評法。圓明園事件

剛開始的時候，有兩三個媒體報導出來了，網上也開始轉載人民

網的消息，甚至開專欄來評述這個問題，已經形成了熱點或者說

輿論氛圍，這個時候再推動一個政策的出台就容易了。這就是輿

論先行。 

這樣一段話，說明了環保總局希望把握這個議題作為推動環境影
響評價法和公眾參與聽證會制度的契機，所以它希望協會承擔的傳播
目的很清楚，就是推動傳媒的持續關注。協會因為負責每年的環境好
新聞評獎及組織相關的媒體活動，因而和媒體保持着較為密切的關
係，能夠對媒體進行規模化的動員，又避免了由環保總局親自出面與
傳媒打交道的局面。一開始，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在這個議題中
的角色和工作任務就設定明確。我們能夠體會到它嘗試影響媒體對於
議題的報導框架，希望引導傳媒去討論項目背後的程序正義問題，為
政策的出台鋪路：

在圓明園事件中，潘局長是指揮，我們協會做協助工作。趙永新

（《人民日報》記者）的報導點燃了導火索之後，各媒體都報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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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環保總局就有了壓力，總局要出來表態。對於環保總局來說，

鋪不鋪，這不是問題，重要的是程序要公正，要公開，要實行聽

證會制度。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引導媒體，讓媒體關注到程序上的

問題，包括搞聽證會是必須的等等。

為了實現這樣一個報導框架，協會有相對清晰的媒體策略，有 

階段性的傳播目標，也以議題的「懸念」設定了自己的故事鏈條，表 

現出了這個協會對於「議題管理」（issue management）有較深入的理 

解。

  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讓媒體充分預熱，使得公眾和領導都

充分了解這個事情，然後再提出程序的問題，再慢慢給輿論定

調。後期的時候，引導主要通過評論完成，比如通過一些大報的

的評論，來影響整體輿論。

  整個事件的過程，也是一個製造懸念的過程。事件發生之

後，大家想知道環保總局會怎麼說，會不會失職 —等到環保

總局叫停了項目，大家好奇的是「項目真的可以停嗎」—停或

者不停，雙方有什麼道理？要不要環評？—誰來承接環評的工

作？—環評的結果能不能被接受，環保局批不批准？—環評的

結果能不能實行，如何實行？在這樣一個個懸念的過程中，我們

就是把握這個過程，因勢利導。

其實，這個政府背景的NGO，也設定了一些不同的方案，比如，
如果議題按照開始設定的方向發展，它將如何出來表態；如果遇到各
種阻力不能推動議題發展，又怎麼跟媒體互動，如何把輿論引導出來
等。協會甚至設想，如果輿論的走向發展得不順利，將動員行政關
係，和一些媒體老總商量，請一些有份量的媒體和記者，以及一些有
分量的評論員，一起來帶動輿論。
這個政府背景NGO能夠影響媒體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

因為協會自身的體制資本，它和媒體有較長期的密切關聯，尤其許多
媒體的老總都是這個協會的成員；第二，協會充分強調自己與媒體在
身份上的一致，強調自己是一個新聞組織，從而建立了消息源和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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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共鳴感」（sympathetic contact）。所以它沒有採用新聞稿、邀請
函等NGO經常使用的媒體策略，而是表現為媒體的一個朋友。媒體在
這個議題上的報導競爭，需要這樣一個有特殊資源的組織幫助，大家
共同把議題做大。第三，協會負責安排聽證會上等有關的記者採訪安
排，還負責替媒體約訪環保總局的潘岳副局長，所以它利用了媒體之
間的競爭關係，恰當地使用了信息津貼的策略。
協會的一位負責人還強調，當議題的熱度發展起來了，總會有很

多媒體找上門來，這個時候就要考慮媒體的特點和受眾群構成，是否
和組織的傳播目標相契合：

潘局長在這個過程中接受媒體採訪，其實也是一種引導。他接受

採訪的媒體包括都市媒體、財經媒體和一些批評性鮮明的媒體，

他會根據一個事情來定動員媒體的策略，在什麼事情下，考慮接

受什麼媒體採訪。

從這位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負責人的表述可以看出，國家環
保局總局一開始就已經考慮好如何進行輿論引導，而其中意圖主要是
通過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來實現。

  潘局長對新聞宣傳很了解，他善於把新聞和工作互動起來。

環評風暴和緊接着的圓明園鋪設防滲膜這兩件事情，讓全國上下

都知道了「環評」。這兩個事件好像一幕幕戲，原本沒有那麼清晰

的方向，他（潘岳）把故事引導到了一個方向。

  懸念，是潘局長跟我們反覆強調的，他說，按照懸念的過程

就可以引導輿論一波波的推進。這是他對於這個議題的總結。

作為一個官辦的協會，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的運作方式與民
間環境組織的運作有別，很多草根NGO很關注的議題，它都沒有主動
參與，比如怒江議題中就沒有聽到這個協會的聲音。對於那些被視為
極端環境主義者的人，這個協會也注意保持距離。

我們和環保總局是父子關係。我們會更注重政策層面的內容。

作為官辦的NGO，有些事情不太好直接出面的。一方面我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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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但另一方面是環保局的直屬單位。我們的關注點和民間
NGO還是有差別，儘管我們私底下關係好。

除了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環保局下屬還有一些NGO，比如
中華環境文化促進會與中華環保聯合會。可以看出環保總局在環境宣
傳方面的投入。

結論與討論：策略設計、媒體邏輯與 
市民社會生長

不同性質NGO的媒體動員模式

從以上兩個議題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性質的NGO往往有不
同的媒體動員方式：作為一個國際NGO，綠色和平的媒體動員是一種
高度職業化的模式。這首先是因為它並不具有法律層面的合法性，加
之它是一個政策倡導型的組織，所以它的運作高度依賴於媒體之上，
它有非常成熟而且富有彈性的媒體策略運作步驟。在綠色和平的所有
項目當中，都有一個媒體官員（media officer）負責項目的傳播運作，往
往在一個項目進行設計的時候，綠色和平就會將媒體策略作為其中重
要的因素加以考量，比如說，「怎樣設計項目才能得到更多的媒體關
注」。在綠色和平一份完整的媒體策略計劃書上，往往會列明目標受
眾、目標媒體、媒體框架方式、故事版本等多項內容。其次，綠色和
平對於中國媒體格局和媒體運作邏輯有深入的分析，它善於建構富有
衝突的議題故事，提供最為充分的信息補貼，以備不同媒體各取所
需。再其次，在議題過程中它還經常安排新聞發佈會，由新聞發言人
發表機構對於議題的論述，通過這一切，它給媒體一種非常專業化的
印象，因而產生了信賴感。值得強調的是，綠色和平的媒體策略設
計，往往是依照議題背後的權力結構而來，通過恰當的框架方式，控
制了議題的政治風險。這些因素都決定了新聞媒體喜歡報導綠色和平
發起的議題，所以在它所建構的議題中，媒體成為了調動整個權力結
構的發動機，從而擴大了議題的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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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環境NGO如自然之友、綠家園和地球縱觀等，則天然地得到
媒體更多的關注。在這幾個草根環境組織中，要麼創辦人與媒體有着
密切關聯，21 要麼組織會員中吸納了一批對環境議題有強烈興趣的記
者，22 而且自2000年起，綠家園組織的汪永晨和綠島的張可佳合作成
立了「環境記者沙龍」，定期向關注環保領域的記者發佈相關新聞信
息。所以這些草根組織一旦發起相關議題，往往有大量的媒體跟進報
導，這主要是一種個人網絡式（personal network）的媒體動員。這種媒
體動員模式，便於形成媒體報導的規模效應，增加了相關利益主體和
權力機關進行報導干預的難度。在中國特殊的媒體結構之中，這種網
絡化的媒體動員非常有效。但在媒體動員的過程中，草根NGO對於議
題的報導框架和報導目的並沒有太多的考慮，比如在圓明園這個議題
中，參與進來的草根NGO有好幾個，彼此之間並沒有明確分工，無法
進行有效的議題管理，甚至在框架論述上出現彼此之間的衝突。有時
候反倒不利於擴大議題的政治機會。
具有政府背景的環境NGO，比如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其實

是依附在行政力量的基礎上進行媒體動員，比如在圓明園議題過程
中，媒體聯繫採訪環保總局往往需要它代為安排，聽證會的媒體參與
也由它組織，因此它有了影響媒體報導的機會。在這個議題中，這個
組織的目標就是為環保總局服務，所以它有着清晰的傳播目的，對於
媒體的走向，其實比起草根NGO更有方向感。但因為組織高度制度化
的特點，使得它與媒體的關係遠沒有草根NGO與媒體的關係那麼緊
密。它習慣於與媒體單位的管理者打交道，主要走上層路線，因而它
與媒體關係帶有官方化的色彩。目前，環保總局下屬的幾個NGO，包
括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環境文化促進會等，都非常注意處理和
草根NGO及媒體的關係，比如他們建立了環境傳媒委員會，積極推動
與媒體的聯繫；在媒體動員模式上，他們正在學習草根NGO組織的網
絡式媒體動員模式。
總體上說，NGO的媒體策略選擇和自身的資源狀況有密切的關

聯。綠色和平這樣的國際NGO，具有豐富的媒體策略經驗，良好的財
務狀況支撐他們發起有新聞價值的行為，加之完善的媒體公關方式和
信息補貼方式，所以它能夠表現一種高度專業化以及獨立的組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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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自然之友等草根NGO的組織資源，主要表現在組織的合法性和社
會認同程度較高，與媒體有天然的共生關係，以及能夠動員大批的學
院知識分子和意見領袖作為組織的文化資本，所以它們更習慣於召開
研討會、提交公開信、發表聯合聲明，以及接受媒體採訪等媒體策略
方式。政府背景NGO的資源，則更多表現在高度的制度化及充分的財
務資源等方面，這也影響了它們的媒體策略設定。
不同類型的NGO在議題選擇上也有不同的偏好。梳理綠色和平所

建構的媒體議題，能發現它更多選擇有衝突性的議題，尤其與消費者
行為、民族情緒相關的議題，這在APP議題中有所呈現。而且它往往
選擇發起自己的議題，甚少參與到其他組織發起的議題當中去。自然
之友等草根NGO的議題選擇，較多強調議題背後的文化內涵和生態價
值，比如圓明園鋪設防滲膜議題和反對怒江建壩議題都是如此。中國
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等政府背景NGO的議題選擇，則主要取決於所屬
部門的政策利益。
在中國的政治結構之中，議題建構的政治機會很快就發生變動，

對於NGO來說，通過媒體策略進行議題的意識形態的合法化包裝，從
而在媒體上塑造和表達民意，是擴大議題政治機會的重要基礎。目前
雖然草根NGO很關注與媒體的關係，但在媒體策略的設計上還比較粗
糙，在一些議題上，它們網絡式的媒體動員能夠迅速引起媒體關注，23 

但由於沒有進行有效的媒體策略設計，缺乏對於整個議題的管理能
力，往往無法把握議題的走向。比如早前的藏羚羊議題和怒江議題都
是如此。另外，它們的媒體動員方式也比較守舊和重複。在這方面，

表2：不同性質NGO的媒體動員模式

NGO類型 個 案  媒體動員模式 媒體議題

國際NGO 綠色和平 職業化 APP

草根NGO 綠家園、綠島、自然之友 形成互生關係
網絡化動員

圓明園

政府背景
NGO

中國環境新聞工作者協會 依附於行政網絡的媒體動員
學習網絡化的媒體動員模式

圓明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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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NGO應該向「專業化」的綠色和平學習。總體上，綠色和平對於議
題背後權力格局的分析，對於議題政治機會的把握，以及對媒體運作
邏輯的了解，都表現它對於議題管理的成熟經驗。
另外，草根NGO非常不願意採取對抗性的策略，但從綠色和平的

案例來看，如果把握好對於整個國家權威的維護，並有意識進行議題
的合法化，那麼對某些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採取對抗性的策略，反而
將增進議題的傳播性。畢竟，對於媒體來說，對抗性的議題天然更具
有傳播和動員的能力。

議題建構的空間

通過以上兩個議題建構過程的分析，我們看到在一個後總體性社
會（post-totalism society）之中，NGO開始有了進行議題建構的空間。
而把握這一空間有兩個必須注意的策略：
第一，利用合法化策略。
在一個威權國家，對於國家制定的政策或制度、或者對於政府部

門行為的直接批評和質疑，要在公共話語空間中表達出來，往往面臨
一個重要任務，即需要為批評性意見獲取意識形態正當性。我在分析
綠色和平的新聞通稿時，已經指出它對「合法化」策略的使用。它所講
述的故事都是在強化國家權威的背景下展開的，同時它也高度讚揚林

表3：組織資源、媒體策略和議題選擇

個 案 組織資源特點 議題選擇

綠色和平 豐富的媒體策略經驗
良好的財務狀況
完善的媒體公關和信息補貼

選擇有衝突性的議題，尤其與消費
者行為、民族情緒相關的議題

綠家園、綠島、
自然之友

合法性和社會認同程度較高
與媒體有天然的共生關係
能動員大批知識分子作為組織的文
化資本

選擇有文化內涵和生態價值的議題

中國環境新聞工
作者協會

高度的制度化
充分的財務資源

主要取決於所屬部門的政策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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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局長期以來認真執行國家的政策，這樣的表述賦予議題以「意識形態
合法性」，也掩蓋了議題在另外一些層面上形成的挑戰。另外，它通過
對公眾利益的強調，以及對民族情緒的調動，也讓議題帶有了「道義正
當性」，成為了凝聚民意的出口。這一切都緩和了議題與政治格局之間
的摩擦，增加了議題被媒體報導的可能。
在圓明園這個議題之中，因為各種力量的互動，整個報導框架也

能夠很好地指向國家的程序正義。而NGO的表達也比較注重對於議題
的合法化包裝，通過各種方式來表明對於國家權威以及上級部門的信
任，從而在這樣的包裝下表達自己的訴求。
可以說，維護國家權威與公共利益，是NGO在「後總體性社會」中

進行議題倡議的重要策略。如何將行動目標合法化（legitimization）是議
題得以建構的關鍵。一般說來，社會團體都要注意使用「能得到制度認
可的方式來表達訴求或者不滿，以避免被國家制度或媒體視為異端」
（Gamson & Modigliani, 1989）。因為一旦被貼上這樣的標籤，運動團體
就很難進入媒體空間。
第二，尋找權力空隙。
在綠色和平建構的APP議題中，另外一個有效策略就是把握了權

力結構的空隙：通過維護國家的權威的媒體敍事，動員中央部門作出
回應，從而對APP與地方政府形成壓力。開始時雲南省政府斷然聲稱
APP對事件沒有責任，而國家林業局不得不走上媒體表示作為國家機
關的權威，最終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出現分化，為議題呈現爭取了空
間，也讓媒體的報導走向深入。Bennett（1996）曾經指出，如果權力結
構對於議題的態度存在矛盾，媒體就更可能採取批評性的報導。政治
學家利伯泰爾（Kenneth Lieberthal）的研究結論也正好契合：「中國官僚
政治體制並非鐵板一塊，這種鬆動的政治管理制度為中國改革突破舊
體制提供了有利條件」（轉引自周雪光，2002）。
所以，在當下這個階段，NGO使用媒體策略的一個關鍵因素，就

是要把握議題和中央政府部門的關係，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議題的
結果。相對來說，其他的媒體策略都是其次的。事實上，不僅是環境
保護一類的政治正確的議題領域（issue areas）應該注意到這一點，其他
的議題領域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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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實踐方式的拓展

根據學者的研究，一個議題的社會定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媒體
表述來完成的（Gamson & Modigliani, 1989），而以上兩個案例表明，如
果社會組織能恰當運用媒體策略，將為它在議題中爭得主動。然而，
媒體又如何使得NGO的策略轉化為現實，其中體現出中國媒體與NGO

怎樣的互動邏輯？
首先看一下APP議題中幾家主流報紙的報導以及它們使用的報導

框架：

表4：APP議題中主流報紙的報導框架

對公共輿論有
影響力的主流
報紙

《南方週末》 金光集團博弈雲南 亞洲最大
紙漿公司圈地始末 （04.12.16）

使用「不可信任地方政府」的
框架。

《中國青年
報》

綠色和平向中國政府檢舉 

金光集團在雲南圈地毀林 

（04.11.17）

「不可信任地方政府」、「不負
責任企業」與「生態危機」等框
架。

《北京青年
報》

圈地造林還是圈地毀林？
（04.11.18）

「不可信任地方政府」、「不負
責任企業」、「生態危機」及「傷
害當地民眾利益」的框架。

可以看到幾家主流媒體使用的報導框架非常一致，都把NGO當作
公眾利益的維護者，而把APP與地方政府放在了公眾利益的對立面。
質疑「地方政府與企業之間存在利益關聯」，質疑「地方政府忽略民
意」，成為了媒體最主要的表述。這極大地調動了民眾的憤怒情緒，也
給APP和地方政府帶來巨大壓力。
在圓明園議題中，媒體報導的篇幅更多，而且報導的框架使用也

類似。《人民日報》、《南方週末》、《中國青年報》、《新京報》等大報的
報導框架大多指向了圓明園管理處，質疑這個事業機構與項目之間的
利益關聯，以及它對於程序正義的忽略。
媒體除了在報導框架上採取了接近NGO的立場，在新聞實踐中，

還自覺引用很多NGO人士和獨立專家的意見作為報導的消息源。比如
圓明園議題中，最主要的消息來源，既有張正春、北京大學景觀規劃
設計學院院長俞孔堅等專業人士，也有北京地球縱觀環境科普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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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任李皓、自然之友總幹事薛野等NGO人士，這些消息源的觀點構
成了對於圓明園防滲工程的主要批評（李豔紅，2006）。24 而《人民日報》
這樣的主流黨報，不僅是最早參與議題的報紙，而且自覺引用了民間
人士的意見作為消息源，在整個議題過程中，它持續地表達了它與
NGO的一致立場。由於傳媒框架往往是傳媒和消息源互動的結果，消
息來源在建構傳媒議程方面往往扮演着能動的角色（臧國仁、鍾蔚文、
黃懿慧，1997），NGO作為消息源角色的活躍，使其成為議題的主要界
定者，而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也由此具有了批評的、民間的立場。
此外，主流媒體還通過新聞評論的方式來表達對於NGO議題的支

持。在圓明園議題中，僅《新京報》就刊登了數十篇評論和來論文章，
這些評論文章對於圓明園管理體制的質問和對於程序正義的呼籲都更
為直接，既與新聞報導互相呼應，也鮮明表達了媒體的民間立場，使
得媒體成為民意塑造和凝聚的平台。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環境NGO發起的有關議題

中，中國的主流大報（包括主流黨報和市場化媒體）大多呈現出同情
NGO的報導立場，自覺地成為利益集團和地方政府的反對者角色。檢
視媒體對於議題的報導，我們就可以發現，NGO幾乎佔有了完全壓倒
性的優勢，被質疑的利益集團和政府機構即使採取了某些框架爭奪
（frame contest）的方式，也往往無濟於事。在這些議題中，媒體的新聞
實踐方式得到了拓展，在報導框架、消息源引用以及評論刊登方面，
都表現出某種「民間立場」，表現出了對於國家權力的質問。
那麼為何中國有影響力的主流媒體都表現出傾向於同情環境NGO

的報導立場和新聞實踐方式？應該如何理解中國環境NGO享有的對 

於媒體的特殊動員能力？除了NGO出色的策略運用，應該也與中國 

的媒體制度安排及轉型中國的現實有關。對此，本文試圖作出一些解
釋：
第一，市場競爭愈來愈激烈的中國媒體正與NGO（尤其是環保

NGO）形成一種互惠關係。這既因為中國NGO和媒體從一開始就有密
切的互生關係（前文已有分析），也因為這類NGO議題反映了多元社會
群體的訴求，正在表現出市場效應。所以更多媒體正以NGO為重要的
消息源和專家庫，定期到NGO尋找線索和採訪，一些主流媒體甚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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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跑「環保」和「NGO」線路的記者。可以說，處於市場驅動下的新聞
傳媒，更可能發展民間立場、突破國家控制，冒風險報導一些對制度
形成挑戰的議題。也是由此，我們發現幾個傾向於使用批判政府框架
的媒體，都是有較大市場影響力的媒體。這使得NGO可能通過媒體提
供一種對於議題的民間定義。
第二，NGO議題符合了中國媒體的專業主義發展的需要。通過這

些有社會運動意味的議題，媒體可以表達自己的獨立立場以及推動社
會公益發展的專業榮譽。Yang（2005）曾指出，對於中國媒體來說，類
似於環保NGO的議題，不僅具有新聞價值，而且還承載了道德的意
味，有時候還帶有政策性的訴求，最為關鍵的是，對於環保NGO的報
導是「政治安全」的，因為這正好符合了「可持續發展」的國家政策。所
以，媒體同情NGO的報導立場，不僅可以被理解為NGO組織對於消息
源角色的自覺爭取，也是媒體在新聞實踐中的「邊緣突破」（潘忠黨，
1997）和專業主義文化發展（陸曄、潘忠黨，2002）的結果。
第三，NGO和媒體都處於體制上的弱勢位置，都在為拓展自己的

運作空間而努力。Yang（2005）用「場域」的概念論證了環保NGO和媒
體形成共謀關係的體制合理性，他指出在中國目前的狀況下，政治場
域處於絕對的統領位置，其他的場域都是弱勢地位，因而處於弱勢位
置的場域就會形成聯盟關係，以謀求脫離於政治場域的獨立性。這一
分析在新聞生產上的體現就是，「對企業與地方政府的質疑成為一種公
眾的需求，同時也是眾多媒體的需求，非政府組織則被賦予了『天然正
義』的形象」（湯蘊懿，2006）。這也是NGO獲得正面報導的體制性原
因。
第四，中國特殊的輿論運作方式也增強了媒體對於NGO議題的同

情。在這一方面，趙鼎新（2005）曾指出，「中國目前還缺少既能被社會
中堅力量認同又能為國家提供合法性基礎的基本價值觀，所以媒體和
公眾輿論在社會議題發起時往往傾向於激進。」趙鼎新解釋，「在美國，
傳媒與公共輿論是相對保守的，媒體往往使用官方的消息源來源，對
社會運動往往視而不見，輕描淡寫，甚至歪曲報導。而在許多威權國
家中，運動、媒體與公共輿論之間的關係往往親密，記者往往會以『打
擦邊球』的方式冒着風險擴大報導面。因為這些國家運用行政手段來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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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媒體，一旦發生問題，這些問題就會被追究到國家頭上。」
最後，由於NGO在中國沒有太多的表達訴求的方式，所以媒體成

為了NGO運作的重要政治資源。很多NGO都會投入很多的時間、精
力來建立自己的媒體網絡，並努力將自己發展成為媒體的消息源，或
者動員其他的專家學者作為組織的文化資源，從而表達自己的訴求。
這使得NGO和相關專家，成為媒體上幾乎唯一活躍的消息源，在客觀
上也使得NGO和媒體的關係更為密切。

民意表達與市民社會生長

在一個社會運動的議題之中，建構議題的意義，使得議題與民眾
產生關聯，並且塑造出民意表達的景觀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Gamson就曾經說過，「社會運動充滿熱情的『構造工作』，把怨憤變成
更廣泛更容易引起共鳴的要求，並以這些要求為核心，激發出所謂的
熱認知。」25 我們看到，在以上兩個NGO建構的議題中，都充分表現了
通過媒體動員，塑造出民意不滿及民眾關切的社會共鳴，從而對於利
益集團和政府決策造成壓力的邏輯。比如APP議題被「框架化」為一些
民眾表達「消費民主」和「環境正義」，以及更多人表達不滿當下一些地
方政府和企業勾連的出口；圓明園議題則成為一些民眾維護民族尊嚴
的平台。總之，這些議題產生了民意塑造和民意表達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議題中，「民意表達」對於企業（金光集團APP）

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形成了輿論壓力，並改變了它們的態度和行
動。在某種程度上，這已經形成一種重要的社會力量：在一個被政府
嚴格管控的媒體格局中，來自民間的聲音在依然帶有體制權威色彩的
媒體上找到了表達空間，而且，「表達」成為了導致權力關係變化和政
策調整的重要推動力。
這些環保NGO的議題，展現了中國媒體、NGO（市民社會）與國家

之間的關係已經出現了某些新的可能：國家對於媒體和NGO的控制，
在日常的新聞實踐中已經出現了鬆動，至少在環境保護這個意識形態
正確的議題領域中，權力對於媒體的監管或多或少出現了弱化的現
象。在國家對不同議題領域的管制出現分化，NGO的媒體策略愈來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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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而媒體的專業主義文化也得到發展的背景下，新聞實踐正在某
些議題上逐漸向「民意表達」開放，媒體也由黨的宣傳機器轉變成為一
個推動社會變化以及市民社會生長的發動機。
從某種意義上說，媒體既是NGO進行公共表達的渠道，也是NGO

組織和國家進行互動的平台。NGO的媒體表達，拓展了社會的話語空
間，促進社會輿論的生成，並且豐富了NGO與國家之間的互動機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NGO資源匱乏而過分依賴傳媒的時候，組織往往
容易因為媒體的聚光效應而走向誇張化，或是陷入新奇與儀式的雙重
困局，因而偏離了行動主題，走如儀式化的死胡同（孫秀蕙，1994）。
這已經是引起美國、台灣等地學者關注的問題，同樣足以引起中國
NGO的警惕。

事實上，在一個市民社會尚未發展成熟的威權國家中，圍繞媒體
形成的社會表達，成為了NGO與國家互動的一種重要模式。因此，如
果理解了中國環境NGO享有的對於媒體的特殊動員能力，以及其中可
能的局限，我們也就能理解中國環境NGO和中國環境運動的發展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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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1. 印尼金光集團（APP）成立於1994年，短短五年內，即稱霸全球紙業十強。
在中國生產清風、唯潔雅、真真牌生活用紙以及APP的各種傳真紙。

2. 媒體近用權指社會組織獲得媒體報導的可能性。
3. 媒體框架指媒體「說故事」時的架構。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框架（Frame）

這一概念被引入到社會運動的分析之中。學者們往往關心通過什麼方式可
以建構、重構或影響存在於人們頭腦之中的認知框架（Snow, Rochford, 
Worden & Benford, 1986; Klandermans, 1988）。參考李豔紅（2000）。

4. 孫立平語。載孫立平（1999）。
5. 新社會運動尋求建立一種全新的兩性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工作倫理與

消費觀念，這些運動多關注社會問題，追求個人自治，而不是物質利益與
政治權力。參考馮仕政（2003）。

6. 轉引自吳芳如（2002）。
7. 這是社會學者孫立平在研究中所採用的研究策略。
8. 參考孫立平論述事件／過程研究方法的文章，如孫立平（1999）。
9. 綠色和平中國項目總監盧思騁語。
10. 盧思騁認為，NGO跟大企業和政府的博弈是螞蟻和大象的博弈，螞蟻撼

動大象的唯一工具就是媒體。
11. 這種Mapping經常用來表示一場運動中，不同角色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圖

中，縱軸左邊的力量表示對綠色和平不利的角色，愈偏向於左上角愈是負
面的力量；縱軸右邊的力量表示對綠色和平有利的角色，愈是右下方愈是
正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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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綠色和平訪談材料。
13. 根據對於綠色和平多位媒體官員的訪談中總結出來的。
14. 調動民族情緒是社會運動組織經常使用的方式，比如說2005年綠色和平
向卡夫食品有限公司施加壓力，要求它承諾在中國內地銷售的食品全部不
使用轉基因原料，就使用了調動民族情緒的策略；指責卡夫在歐洲市場已
經做出了此一承諾，但在中國卻沒有，這是一種雙重標準。

15. 隨着媒體格局的分化，不同媒體享有的實踐空間也是不同的。比如說，傳
統黨報，管制最多，空間最小；都市報次之；而具有專業主義精神的報紙
及經濟類報紙相對空間寬鬆一些。

16. 「信息補貼」的概念最早由傳播學者奧斯卡．甘地提出，指消息源運用各
種公關措施，向新聞單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聞採寫的方便。

17. 〈整治圓明園應納入奧運規劃〉。《人民日報》（海外版），2001年10月19
日。

18. 地球縱觀負責人李皓訪談。

19. 地球縱觀負責人李皓訪談。

20. 參考〈民間組織是推動公眾參與的積極力量—圓明園鋪膜事件聽證會的
前前後後〉。《自然之友通訊》，2005年第三期。

21. 綠家園組織的創辦人汪永晨，就是原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地球村創辦
人廖曉義，曾為中央電視台第七頻道《環保時刻》欄目製作人。

22. 自然之友在創辦初期，梁從誡就非常有意識地吸收一些媒體工作人員作為
組織成員。當時的會員中就有100名記者。

23. 比如，從2000年起汪永晨和張可佳合作為關注環保的記者成立了「環境記
者沙龍」， 很多重大環境事件的線索都是從這裏發佈出去的。如果分析中
國媒體報導NGO議題的進程，就發現與這個環境記者沙龍的成立有莫大
的關係。

24. 在這篇文章中，李豔紅提出中國媒體的信息源模式正在發生變化，這使得
新聞實踐開始體現出「民間／社會立場」。

25. 轉引自西德尼．塔羅（2005：29）。


